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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6日，中共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
意见》，2014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
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目
前，作为本轮司法改革主要内容之一的法官员额
制改革已在全国各省全面开展，各地均按规定在
39%的员额范围内遴选入额法官。法官精英化是司
法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
趋向。但是，在员额制改革的同时如何化解精简
后的法官规模与不断增长的案件压力之间的矛
盾，关乎改革最终的成败。进一步而言，在员额
制下，无论是法院系统内部的治理模式或是诉讼
案件的具体分流机制都对法院既是挑战亦是机
遇，也是我国法院实现现代化转型之重要基础。
一、法官员额制下呈现的“案多人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 7月 25日公布的数
字，我国正式法官为 19.6万人，约占全国法院总
人数的 58%。〔1〕目前各地法官入额的比例上限为
39%，而在首批员额遴选中为保障法官队伍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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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未入额法官之职业期待，各地大多留有一定
的比例。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所公布的数据，以 2015年为例，当年全国法院的
总收案数为 1766万件①，如果按原 19.6万法官数
计算，人均案件数为 90件左右；如果以入额之上
限 39%计算，顶格入额法官数应为 13.2 万人左
右，人均案件数为 134件左右，人均案件量增长
49%左右。2013年至 2015年，我国法院案件年均
增长率约为 12.4%，但 2015 年比 2014 年增长了
22.8%。②同时，据统计，我国各级法院的院长、
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多为
院、庭长兼任），大约占各级法院编制职数的 20％
左右。这些担任领导职位的法官主要承担各级法
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责，如分案、审
批案件等，办案极少甚至基本不办案件。〔2〕而这
些极少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却都是级别较
高的法官，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中，他们显
然享有成为具有职业保障之法官序列成员的优先
权。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便是，占法院编制职
数 20%的原本极少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进入
了员额，而占法院编制职数 19%的原本在审判一
线承担主要办案任务的法官被排除在员额之外。
尽管在员额制改革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
各级人民法院都强调担任领导职位的法官均应参
与办案，但从改革的试点情况来看，并不乐观。
例如，佛山中院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审判权
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之一，其主要通过审判长
负责制之改革来理顺审判权运行机制，审委会委
员亦都作为审判长参与案件审理，基本要求的办
案数为“院长每年3件，副院长每年10件”〔3〕。而
就一些已完成入额的省份的院庭长办案情况看，
院庭长办案数量仍然是“屈指可数”，并存在“空
挂名义型办案”“趋易避难型办案”“博取面子型
办案”“应付任务型办案”等问题。〔4〕显然，员额
制下“案多人少”之困境将会进一步加剧。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的法治经验来看，严格
的法官遴选及相应的职业保障机制基本上是各国
确保司法独立及公正司法的不二选择。〔5〕 在我
国，理论争议或许依然存在，但最新的司法改革
布局却体现了同样的路径选择。
那么，没有进入员额的占法院职数 19%的法
官转任法官助理可否化解员额制下“案多人少”
的窘境？首先，在我国法院的治理模式没有根本
改变的情况下，担任领导职务的院庭长等高级别
的法官显然仍需承担审判以外大量的行政管理等
工作，不可能如一般法官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具体
个案的审理〔6〕，因此，可预见的情况或许是，上
述占法院职数 19%的法官转任法官助理后仍照常
办案，但案件必须挂在入额的法官名下。如果出
现这样的情况，不但改革预设的目标无法实现，
而且在入额法官的经济保障到位后，法院内权责
失衡的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事实上，在法官员额
改革方案出台后一些地方出现的法官离职之“逆
选择”的情况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峻
性。〔7〕 2015年 3月，周强在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时亦指出，案多人少、人才流失问题突出，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已高达 300
多件。〔8〕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在 2014年
北京两会期间回应两会代表关注时指出，北京法
院拥有法官职称的人员中，有 637人属行政后勤保
障人员，占15%；886人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
主要精力投入于审判的监督指导，占21%。〔9〕前述
的改革试点法院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在 2014年接
受《财经》杂志记者专访时披露，改革前，佛山中
院专事审判的一线法官占法官总数的54.2%。〔10〕全
国其他地方法院的情况应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因
此，大致可以估算出入额前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
官人数不超过法官总数的六成，而在入额中该部
分法官因受限于员额比例可能约有一半左右无法
进入员额，那么，法官员额制后便出现了要由原
本占法官总数 1／3以上且几乎不办案、入额后也
不可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办案的高级别法官，与原
本占法官总数 1／3左右在一线办案的较低级别的
法官，来共同承担原本占法官总数 2／3左右在一
线办案的较低级别法官的个案审判任务。因此，
未入额的占法院职数 19%、占法官总数 1／3左右
①《2015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 4期。
②数据由 2014—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公布的《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中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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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本在一线办案的较低级别的法官完全不办案
只承担法官助理工作，其现实可能性似乎微乎其
微。而在入额法官的经济保障全部到位后，如何
平衡该部分拿着法官助理的工资却做着法官工作
的人员的权益保障，对各级人民法院来说，本身
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其次，如果按照员额制改革之分类管理方
案，无论是何种配比方案，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
都应超过法官，因此，即便是将未入额的占原有
法官职数 19%的法官转为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辅
助人员的配备亦远不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从各
国的经验来看，合理配比的司法辅助人员是法官
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例如，美国法官一般都有
2名以上的法官助理协助处理案件；英国专业法
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为 1∶9.8；法国专职法
官为 6954名，法院系统的其他工作人员为 24661
名。〔11〕
再次，在我国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究竟何为
审判的核心业务或保障业务似乎一直没有界分清
楚，因此，无论是法官或法官助理对自己所应承
担的职责亦无较为清晰的认知。一般而言，在法
院案件的处置过程中，从立案审查、审前准备、
开庭审理到合议宣判要经过一个完整的流程，期
间既可能有调查取证、证据交换、调解、保全、
开庭等工作，也可能有司法鉴定、送达、公告、
裁判文书上网等工作。由于我国法律对核心业务
与保障业务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有些法官
将诸如司法鉴定、送达、公告、裁判文书上网等
事务交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处理，有些法官则亲
力亲为。事实上，在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之
前，由一名审判员或助审员带一名书记员作为具
体案件承办人，负责从收案到结案、再到执行的
案件处理全过程，属于基层法院程序运作的典型
模式。〔12〕而在审判方式改革后，大多数法院实现
了“立审分离”和“审执分离”，但自立案后到案
件审结时具体诉讼过程中的审判职责如何界分，
至今仍是模糊不清。因此，如果不厘清审判的核
心业务与保障业务的边界，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目
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比原来法官数减少了1／3
的入额法官更是不可能承受法院日益增长的诉讼
案件量。
二、我国当前法院诉讼压力疏解之困局
员额制下“案多人少”的窘境既已呈现，那
么，应当如何有效化解？就一直以来的经验而
言，一般通过两个路径实现：一是发展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分流法院的诉讼案件；二是在法院内
部进行繁简分流缓解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虽然
这两个路径在诸多的场景中被广泛宣传并被认为
是极富成效的，但如果仔细考察已有的实践，其
作用似较为有限，而在具体运作中亦存在诸多误
区。
第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未能实效性地分
流法院的诉讼案件。扩大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是社
会发展的趋势，但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
见的，因此，如何在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的利用
上寻找一个平衡点是现代法治国家面临的一个重
要课题。从各国的司法改革内容和趋势看，建立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共同的选择。我国
亦不例外，在诉讼之外，力图通过拓展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以及建立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来构
筑一个合理的纠纷化解机制。
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
解及仲裁。从人民调解每年调处的民间纠纷数量
的变化来看，其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后随政策鼓
励又逐步回升的态势，但如果就人民调解员的人
数与所处理的纠纷数之比进行分析，每位调解员
所能化解的纠纷是极为有限的，在许多年份，每
位调解员调处的纠纷甚至尚不足 1件 （见表 1），
导致了人员配置与纠纷化解能力严重失衡的状
态。事实上，自 1990年以来，通过人民调解调处
的民间纠纷数量基本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即
便是在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审理涉
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赋予
了调解协议民事合同的效力，人民调解所调处的
民间纠纷数量亦没有明显的增加。〔13〕而 2009年以
后民间纠纷调处数量明显大幅度的增加，或许与
各地广泛实行的“治安承包”的政策模式有着密
切的关系，基层亦可能具有夸大数据的强烈动
机。同时，人民调解纠纷数与法院受案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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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同步增长事实上也说明了人民调解对司法案
件并未起到分流的作用。①
而就仲裁而言，在 1994年《仲裁法》颁布实
施后，仲裁受案数自 1995年以来呈现出逐年增加
的趋势 （见表 3），但如果与法院的受案数相比，
则几乎处于微不足道的尴尬境地。仲裁在大多数
国家都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显然，在我国，仲裁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解纷功能亦极为有限。
我国最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
及仲裁机制之所以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于
其自治与自觉选择因素的不足。就人民调解甚至
法院调解而言，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推行调解制
度显然是我国当前调解制度发展的直接动力，尽
管创新良多，但如何将其纳入法律推入实践并予
制度化，则一直是个问题。德国学者柯武刚认
为：“依赖强制的动力机制具有重大的缺陷，即掌
权者往往不具备运用所有可用资源所必需的知
表1 1995—2015年人民调解基本情况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调解委员会总数(个)
1009814
1001579
985313
983681
974100
964000
923000
890600
878000
853300
847090
842968
836571
827412
823676
818130
811025
817100
820025
802957
798417
调解员(人)
10258684
10354000
10273940
9175000
8803000
8445000
7793000
7161600
6692000
5144200
5096472
4981902
4868738
4792920
4938868
4668961
4335563
4281400
4229061
3940659
3911220
调解民间纠纷(件)
6028481
5802230
5543166
5267194
5188646
5030619
4861695
4636139
4492157
4414233
4486825
4628018
4800238
4981370
7676064
8418393
8935346
9265855
9439429
9404544
9331047
①应当说，在近年维稳严峻形势及指标化的考核机制下，无论是信访总数的明显减少，或是涉诉信访数量的
直线下降，以及人民调解纠纷数的迅速增加似乎都难以找到合理的理由。因为信访数量的减少或许意味着纠纷
与冲突情势的好转，但人民调解纠纷数与法院受案数的同步增加似乎又彰显了纠纷与冲突态势的加剧。同时，
亦说明人民调解纠纷数的增加并未缓解司法的压力。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1996—2016年） 历年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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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6—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受案数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一审受案数（件）
1611282
1874529
2290624
2913515
2916774
2901685
3051157
3414845
3955475
4545476
5312580
5288379
5410798
5692434
5356294
5344934
5132199
5130760
5072881
5139888
5179403
5550062
6288831
6688963
6999350
7596116
8442657
8876733
9489787
11444950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1987—2016
年） 整理而得。
表3 1995—2015年仲裁基本情况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仲裁委员会（个）
11
84
122
145
152
160
165
168
172
185
185
185
200
202
202
209
215
219
225
235
244
受案数（件）
107
880
3548
6465
7394
9577
12127
17959
28835
37304
48339
60844
61016
65074
74811
78923
88473
98378
104257
113660
136924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1995—2016
年） 整理而得。
识，而受强制的人们则在可能偷懒而不受惩罚的
时候尽量敷衍塞责。”〔14〕 就我国的仲裁发展而
言，虽然各地仲裁机构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组建
的，同时，仲裁具有既优于人民调解的直接强制
执行力，又具有优于诉讼的自治性与效率性，但
相对而言，政府在对仲裁的倡导与推动方面的力
度显然与对调解的高度重视并将其直接作为社会
稳定的考核指标无法同日而语。作为同属民间纠
纷解决方式的人民调解与仲裁际遇的不同，实际
上也印证了这样的一种现实，即我国的非诉讼纠
纷解决方式如果离开了政府的强制，便很难成为
民众自觉的选择。
而就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而言，自 2005年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改革”任务后，各地法院便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诉调对接的创新与实践，2009年 7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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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
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健全
与完善了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
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之间的衔接机制，并建立了司法确认非诉调解协
议机制，无论在调解的形式与依据方面，或是调
解协议的效力与确认方面，该意见都充分彰显了
更为灵活和更为包容的激励机制，应可在相当程
度上分流法院的案件并进而疏解诉讼的压力。但
就实践运行成效来看，2009年以来，法院的诉讼
案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逐年增长且幅度加
大的趋势，并未体现诉调对接所欲达致的目标。
就已有的实践而言，由于各对接机构利益诉求存
在差异、协调配合机制亦不顺畅，并未能真正形
成合力，可持续性极为有限，不但不能有效分流
案件，对于缓解法院内部“案多人少”之困境也
几无助益。事实上，在“诉调对接”或“多调联
动”〔15〕中，法院的主导作用并不明显，根据学者
的调研与分析，法院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从
属”的地位。例如，在主持纠纷调解过程中，政
府职能部门较多地依靠自身力量对纠纷进行解
决，而当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主导者出现时，却
有 70%的情况下需要邀请“外援”，反映了法院自
主解决疑难纠纷能力的薄弱。〔16〕因此，在法院并
无主导和协调各对接机构及组织的号召力和地位
的情况下，就已有的经验而言，法院诉讼压力疏
解的实现，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鼓励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构参与调解或在法院设立平台或窗口等举
措，这种更多地取决于各方的配合意愿而非从制
度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前景显然并不乐观。
第二，法院内部通过繁简分流疏解案件压力
的空间已极为有限。就已有的经验而言，每论及
“案多人少”，繁简分流便成为一个法宝，似也成
为一个路径的依赖。例如，为化解员额制下可能
面临的人案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年 8月 12
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
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强调通过立案分流、速裁
机制、集中审理、创新开庭等方式进行案件的繁
简分流。但如果仔细考察我国的审判实践可以发
现，我国法院的诉讼效率在世界范围内都应属名
列前茅了，繁简分流也已达到极致，并无多大的
空间。
首先，就案件的审理效率而言，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每年公布的司法统计数据，自实行绩效考
评以来，全国法院审结各类案件的审限内平均结
案率都在 95%以上，许多年份甚至都在 99%以
上。以 2013年为例，全国法院审结各类案件的审
限内结案率为 99.38%，其中一审案件为 99.5%，
二审案件为 98.48%，再审案件为 94.06%；刑事案
件为 98.54%，民商事案件为 99.52%，行政案件为
98.86%。①同时，我国诉讼法所规定的各类案件的
一审及二审的审限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极为高效
率的。以民事案件为例，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限为 6个月，简易程序为
3个月；二审的审限为 3个月。就各国而言，无论
法律中是否规定了审限，民事案件能够如我国法
院实现法律所规定的较短的审限内的结案率 99%
以上的，应数罕见。例如，英国的民事案件管理
改革的重点在于提升案件的审理效率〔17〕，其将一
审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为小额程序（5000英镑以
下）、快速程序 （5000至 1.5万英镑）、多元程序
（1.5万英镑以上），大致对应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
小额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我国简易程序
的审限为 3个月，但英国快速程序的审前准备工作
要求在 30周内完成，而审理期日一般安排在第 39
周〔18〕，那么，民事快速程序的审理期限至少需 40
周以上，是我国简易程序审限的 3倍以上。就各国
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置时间来说，一审程序能够在
一年内审结的便属高效率了，例如，被认为具有
较高民事司法效率的日本，其大多数案件的第一
审判决通常可以在一年内作出，而上诉案件的审
理期间则一般需要 20个月。〔19〕美国律师协会对一
审民事案件审理时间设定的目标为：在 12个月内
应处理 90%的案件，在 18 个月应处理 98%的案
件，在 24个月应处理 100%的案件，但几乎所有的
法院均未能实现该设定的目标。〔20〕因此，就个案
①数据来自 2000—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 4 期发布的《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及
《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所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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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理期限而言，我国应属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
家之一。事实上，根据学者的实务考察，我国许
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甚至并不需要 6个月的
时间，大约在 2 个月的时间内就可审结。〔21〕 当
然，如此之高的诉讼效率亦可能带来一定的问
题，例如，诉讼中的沟通与释明的不足可能导致
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度有限，并可能在诉讼
终结后进一步寻求申诉、上访的救济；律师代理
比例的偏低及取证等保障措施的缺失可能使当事
人实体权益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蚀；程序运
行的过快推进可能折损基本的程序保障并削弱司
法公信的基础，亦使司法机构的自我评价与社会
认同落差明显。可见，我国法院如若欲在法定的
较短的审限以及实践运行中可能更短的审理期间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个案的审理效率，不但空
间极为有限，而且无法承载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之基本诉求。就世界范围司法改革之基本经验来
看，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应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
上，侵蚀公正而获取的效率自无正当性，我国法
院在疏解诉讼压力时也应特别注意一直以来过度
追求效率的倾向。
其次，就案件的繁简分流而言，我国诉讼法
根据案件的繁简程度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
序，2012年 8月民事诉讼法修改时还增设了小额
诉讼程序。依照基本的诉讼法理，一般的案件适
用普通程序，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
序亦被认为是诉讼中适用最为广泛的一审程序。
例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74条的规定，
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可能判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以及告诉才处理
的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及《行政诉讼
法》第 82条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事实
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
件方能适用简易程序。而在具体的诉讼实践中，
由于法院受理的案件逐年增长，法官的配置比例
并无随之相应增加，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可能大
大超过普通程序的适用比例，这一点在民事诉讼
中体现的特别明显。据统计，我国各级法院历年
受理的民事案件的比例约为法院全部受案的 86%
以上①，案多人少的情况极为严峻，因此，在我国
基层法院，普通程序的适用与简易程序的适用情
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二八法则”现象，即实际
上只有 20%左右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其余 80%
左右的案件则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2〕这一情
况实际上自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便一直延续
至今，根据学者的考察，全国各地基层法院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都占民事案件收案数的 80%
以上，有些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的 90%，
个别的几乎 100%，都是作为简单的民事案件，适
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以北京法院为例，1999年
全市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占结案总
数的 87.9%。〔23〕因此，以如此之高的简易程序适
用比例加之前述极其高效的审限要求，繁简分流
的空间已几无余地，除非将案件的一审程序全部
改用简易程序。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多年以来，
每遇及案件压力便诉诸繁简分流，但却始终难见
成效的根本原因。
如果法官员额制的施行是必然的，“案多人
少”境况的加剧亦是必然的，而一直作为良策的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繁简分流机制并未能实效性
地化解这一困境，我国司法应寻求一个具有实践
操作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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